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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红日》以宏大叙事的史诗化追求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独异于当代文坛,不仅熔铸着

作家吴强的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而且体现了他高远的价值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红日”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照

耀着沂蒙大地,不断丰富着既具传统文化底蕴又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沂蒙精神,日益充实着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基

因图谱的建构。 《红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以宏大叙事结构再现了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辗转千里、驰骋疆场的征战

过程,还在于它形塑了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使小说成为以英雄为核心形象的一曲英雄主义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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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红日》是作家吴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 1957 年 7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经问世,
便在全国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震撼了中国当代文坛。 1960 年由吴强、瞿白音改编的电影

剧本发表①,1963 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摄制完成并在全国公映,更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发
挥了巨大的教育功能。 《红日》还被翻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多国文字在海外传播,成为向世界讲述

“中国故事”的典范之作。 小说讲述的主要是发生在沂蒙大地上的革命战争故事,文本深处洋溢着革命

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宏大叙事结构和日常生活描摹交叉推进过程中,深情颂赞了人民军队

的战斗豪情和沂蒙人民的支前奉献精神。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至今传唱

不衰,歌词中“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一朵朵白云绕山间” “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 “一阵阵歌声随风传”
“弯弯的河水流不尽”“高高的松柏万年青”“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冈” “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 ②等一个个

具有鲜明沂蒙地域特色的意象浑然交融,组成了一幅优美壮观的画卷,其中灌注着对故土家乡和解放军

的热爱之情、捍卫胜利成果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 自问世六十多年来,这轮熔铸着作

家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的“红日”以其宏大叙事的史诗化追求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独异

于当代文坛,虽饱经磨难,但愈益生辉,在小说和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构筑的张力结构中显示出

旺盛的生命力,并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照耀着沂蒙大地,不断丰富着既具传统文化底蕴又有鲜明地域特色的

沂蒙精神,日益充实着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基因图谱的建构,当之无愧地进入当代文学“红色经典”序列。
《红日》出版后,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历史批评的原则标准出发,主要集中于对作品思想内涵的阐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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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成就的肯定,指出其以色彩斑斓的历史图卷反映了“革命战争史诗当中的壮丽的一章”①,堪称“气

魄宏伟的革命史诗”②。 “文革”期间,《红日》被诬蔑为“大毒草”受到批判,罪名之一即为宣扬战争恐

怖,反面人物张灵甫形象塑造得过于光辉。 新时期以来,《红日》被恢复名誉,受到公正的评价。 有论者

指出其艺术生命力“主要由于作者着眼于战争中的人,通过比较宏大的规模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揭示人

物的心灵世界,成功或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尤其可贵的是,该论者认为“真实、深刻地

塑造敌军将领的形象,是《红日》的一个突出成就”③。 在“红色经典”再解读热潮中,现代性、叙事学、文
化研究等角度或方法的引入,丰富了作品研究的理论视域,的确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提升了

《红日》的研究层级,拓展了其研究格局,但从整体上看,仍未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及与此相关的人

物形象塑造问题。 基于此,本文力图从“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价值选择”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

坚守”两个层面,完成对《红日》的再解读,希望对《红日》研究能有新的推进。

一、忠诚与真诚: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价值选择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发生的独特语境。 作为十七年革命战争历史小说

的代表作,《红日》正是在文学为政治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特定时代语境中孕育生成的,在宏大叙

事的史诗化追求中,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印痕。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发展的路径仍然遵循着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

范的工农兵方向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创作原则。 工农兵文学的方向和规范是毛泽东战时

文化策略的构成要素,文艺被纳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工具的范畴,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首先要为工农

兵服务,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 要达到这种目的,必然要求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地加强自我改造,从政

治立场到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实现彻底的转变。 可以说,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革命战争题材

小说大都是作家实现了这种转变的结果。 不可否认,这类小说所塑造的农民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

放战争中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暗合甚至迎合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所建构的一种政治立场鲜明的话语言说系统,符合党的领袖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政治观和价值

观。 在战争年代,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结束灾难深重的战争生活,毛泽东对文艺提出这种硬性的政治

要求既符合历史逻辑,又具有时代合理性。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文艺政策理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当战时文艺

政策尤其是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并未得以调整反而日益被强化时,就会出现文艺沦为政治附庸的可能,不
利于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及其多元美学形态并存发展,也不利于文学精神的自由。 这就势必会造成当代

作家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价值选择的尴尬甚至无所适从。 对于作家吴强而言,同样面临着这种选择的两难。
作为从战争年代走进新中国的革命作家,少年时代的吴强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1933 年 2 月

加入左联开始革命文学生涯,卢沟桥事变后,以笔为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1938 年毅

然投笔从戎,赴皖南参加新四军,1939 年 10 月入党,曾任新四军政治部文艺干事、科长等职务,基本上

完成了由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转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中军区政治部宣教部副

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十兵团宣教部部长等职务,并亲身参加了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

崮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 从他的简历中,可以发现,战争年代的吴强是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逐

渐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党的文艺战线和政治宣传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在政治上,吴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

革命事业;在创作上,深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 据作者回忆,1946 年,他所在的部队在第二次涟水

战役中败给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 当时“许多干部、战士和地方群众,给他们的炮火枪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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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打伤;我军上下,谁不万分愤慨,满怀仇恨。 在那个天色昏暗的下午,我正和另一个同志骑着马,朝涟

水城的北门奔跑,去火线上传达军首长的战斗指示,迎头碰到几个战士,他们浑身泥土,有的负了轻伤,
头上、臂上扎着绷带,有的倒背着步枪,从火线上下来”①。 这是残酷的战争让作者看到的真实的一幕,
这种暗夜前如血残阳般的战斗场景沉潜于作者的创作意识深处,等待胜利朝晖喷薄而出的黎明时分的

到来。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就号召作家:“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

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

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 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

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
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②新中国成立后,吴强转业到地方做专业作

家。 长期的深入思考和刻骨铭心的战争体验一直推动着他想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命体验写一部作

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的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他看来,“莱芜战

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

光华色泽。 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 我珍爱它们,我觉得

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③。 但由于种种原因,吴强迟迟没有动笔。 作为革命军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

争写出一部英雄史诗责无旁贷,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项神圣使命,从而秉持鲜明的政治立

场自觉地以一种饮水思源的情感,深情缅怀过去艰难的岁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讴歌革命先烈和人

民军队的丰功伟绩,以小说的形式为既往的革命历史提供一个合法化与合理化的文学话语支撑。 而作

为作家,他又总是遵循内心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诚挚体验,不想让生活真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艺术真

实的书写中淹没于宏大叙事的统一规范,而陷入本质真实的窠臼。 在这里,本质真实和政治意识形态的

规约性同艺术真实和艺术创作的自主性发生了冲突,小说文本在宏大战争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交织推

进的节奏中形成了一种叙事的复调。 作者讲道:“涟水是我的家乡,涟水一仗之后,我的家乡,处在敌人

的践踏之下,因而对敌人七十四师有着更加具体的憎恨,对我捕捉这个题材,在思想里酝酿和构成这个

故事也是一个小小的虽然是并不重要的因素。 虽然我对参加过的战斗,都有感受,也都觉得那些战斗的

历程,是客观存在的生动的故事,有些战役在某种意义上,比消灭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更有特色,我也

很想写写那些故事,但我却没有首先去写那些故事,而首先写了从涟水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的这个故事。
其主要原因,我觉得,就是这个由许多人物活动而组成的战争故事,在我的心里有着比其他战役更多、更
深刻也更真切的感受,因而激起了表现它的比较强烈的思想冲动。 就是说,《红日》的题材的选取和故

事的形成,并非单是由于题材的客观意义和战争史实的富有艺术性,而是客观现实和我主观上的思想情

感自然结合的成果。”④这就意味着作者并未完全从当时的政治规训和意识形态要求出发去组织题材,
而是在艺术真诚的召唤下尊重生活真实的样子去描摹生活、反映战争真实的状态,书写鲜活的人性人

情,即使是反面人物,作者也赋予其独立的人格与地位,给予真实的人性化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深入

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就突破了当时脸谱化、概念化的普遍做法。 如小说对张灵甫和张小甫等反面人

物的塑造,这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实属罕见。 从而使《红日》在十七年长篇小说史诗化追求的整体宏大

叙事架构下涌现出一股来自大地深处的清纯朴素的叙述清流。
吴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身经历且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血腥和穷苦百姓身陷战争苦

难的痛苦与挣扎,他的创作来自他的战争经历和战争体验。 身处新时代和新社会的自豪感,对祖国和人

民的热爱,对党和领袖的感激和歌颂,这种种复杂交织的情感凝聚为一种政治的忠诚并化为创作的动

力,满溢着为新中国建设发掘精神资源的责任和激情。 创作需要冷静和理性,这就要求作者秉持艺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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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遵循小说创作的美学规律去描摹生活真实揭示历史本质,通过特定时代环境描写和社会气氛渲染,
来凸显具有时代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情趣。 作者力求沉静下去,在历史语境中

客观地叙写战争、真诚地塑造战争中的人,但强烈的对民族国家和人民军队的热爱,使他的创作激情无

法在小说情节的铺展和宏大叙事中沉静下来,从而形成小说昂扬向上的基调。
小说《红日》以华东野战军沈振新军的活动为中心,描写了陈毅、粟裕等华野领导如何根据毛泽东

和中革军委的战略决策与作战部署,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从而粉碎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

重点进攻。 毛泽东军事战略的最拿手的方法就是善于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红

日》从沈振新军在第二次涟水战役失败写起,从苏北战场实行战略转移,跨过陇海线深入山东解放区,继
而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正

确性。 尤其是在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精锐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刚愎自用、骄傲轻

敌,冒然孤军深入孟良崮腹地。 华东野战军首长及时抓住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

包围,经过三天激战,最终全歼了这支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的御林军。 小说的叙事视点聚焦于

沈振新军,真实书写了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由涟水受挫到莱芜再试锋芒直到孟良崮奋然崛起的心路历

程,映射出整个山东战场的发展态势,达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如何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这

两个人民战争艺术精品上熠熠生辉的创作目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红日》反映的、表现的,是以

陈毅同志为主要指挥员的华东野战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的光辉胜利,是陈毅同志和其它

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将毛主席军事思想付诸战争实践的光辉胜利”①。 小说不仅塑造了军长、师长等

高级指挥员形象,也写了团、营、连、排、班等基层指挥员和普通战士以及解放区人民群众;不仅写了前

线,也写了后方;不仅写了战争场面,也写了日常生活场景。 在这个立体复杂的叙事结构中,通过写战士

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和人民群众对军队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奉献,既艺术地演绎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
诠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推动力量的唯物史观,又力图告诉人们,解放区军民团结斗争的精神和必胜

的信念正是源于对党和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 小说中那个患肺结核病的地委书记龙泽在知道新的战役

即将打响时坚定地表示拼命也要支持正义战争,最后他为支援前线辛劳过度而壮烈牺牲了。 还有葛成

富、葛老大娘、张老大娘、余老大娘、活捉五个俘虏的张家峪的八个妇女、开赴前线的民兵等,他们都在无

私地为革命做着贡献。 正是人民解放军和这些沂蒙大地的普通百姓“忘我”的奉献牺牲精神,进一步夯

实了沂蒙精神的底蕴。
同样是战争题材的作品,但《红日》并未像《保卫延安》那样,“把英雄人生的全部意义只归结到战争

上去,而是在战争之外,还写出了英雄人生的其他要义,凸现了情感在人生中的价值和意义”②。 深入文

本深层,《红日》中存在着两条基本的情感线索,一是人民解放军和支前群众对祖国、对党和人民最深沉

的爱,一是部队上下级之间和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 这是属于战斗生活中的情感,但作者并未局限于

此,而是在文本中间穿插了对战争中爱情生活的描写,具体体现为军长沈振新和妻子黎青、副军长梁波

和华静、机要员姚月琴和胡克、班长杨军与妻子钱阿菊的爱情故事,写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微波细澜。
前二者因为发生在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身上,所以在现代革命战争历史小说中尤其引人瞩目;后二者

作者倾注了不少笔墨进行生动地描绘渲染,从而使小说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中氤氲着温馨幸福和似

水柔情。 这些爱情画面的细腻描摹和感人叙述,与战争的暴力血腥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描写和叙述行

为与当时主流战争观念虽然存在一定的疏离,但其本身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召唤,那就是对和平安宁生

活和健康美好人性的向往与追求。 这成为浴血奋战的战斗场景之外感人的亮点,体现了作者力求比较

客观全面表现战争时期生活的艺术理想。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社会崇尚英雄、歌颂人民革命战争

的时代大潮中,硝烟弥漫的战争背景下描写爱情的温馨,体现出一种人情味和人性的闪光,显得难能

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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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红日》通过许多非战争的现实日常生活场景如医院、后方的真实描写,既反衬出现代战争

的残酷无情,又为战争描述增添了栩栩如生的景外画面。 它不仅以艺术上适度的节奏来缓冲战争生活

带给人们阅读体验上激烈紧张的情绪;而且以爱情生活的细腻描摹和娓娓叙述来激发人们对和平安宁

生活的向往和对战争中美好人性的深情呼唤。 从而使《红日》呈现出与同时代其他革命战争题材小说

不同的风貌,还对后世的有关创作产生了深刻启示和深远影响。 当然,这与吴强以政治忠诚开始、以艺

术真诚贯彻创作始终的价值选择是分不开的。

二、革命与侠义: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英雄民族,英雄理念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 “崇拜英

雄、崇尚英雄主义或许是人类的固有本性之一,因此英雄豪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文学作品

中出现频率之高是无与伦比的”①。 塑造英雄人物、形塑英雄人格精神成为全人类文学当然也是中国文

学的闪光亮点。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话语主导下,文学领域中的确塑造了一系列革命英雄形象,如杨

子荣、少剑波、刘洪、王强、沈振新、石东根、杨晓冬、朱老忠、梁永生、桥隆飙、柳八爷等,他们早已作为英

雄象征符号进入了红色经典的人物画廊。 这些革命英雄大都承传了中国侠文化传统,扶危济困、英勇无

畏、义薄云天、视死如归。 为政治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形象,与出身底层、除
暴安良、救人于厄、伸张正义的侠客具有先天的一致性。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红色经典中的这些革命英

雄形象与以武犯禁、肆意陈欲的侠客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侠客秉持内心的正义观念凭一己

之力舍己助人、慷慨赴难,革命英雄形象则都在党的引导、教育和改造之下褪尽草莽江湖气而逐渐走上

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文本中激扬着一种侠义英雄理念。 侠义英雄理念及其文化基因源于墨

家学说,远古时代就有尚武任侠之风,但将侠之赖力自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②的自我牺牲精神

加以文化表述的是墨家学说。 墨家指出:“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③在行为上则“为身之所恶,以成人

之所急”④。 言行上都体现出一种视死如归、赴汤蹈火的侠义英雄气魄。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墨并

举的局面彻底打破,墨学已成庙堂绝学而销声匿迹,但其文化基因滋养下的侠文化却以反正统的形态在

民间社会潜滋暗长、生生不息,侠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获得广泛的存在领域,逐渐形成一种民

族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形塑着人们的思想、人格和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十七年和“文革”时

期革命英雄形象的集结式出现,体现了新中国作家在阶级斗争语境下对革命侠义精神的再造与重铸。
在他们精心营构的革命英雄叙事文本中,其显形结构力图适应阶级斗争的时代主题,深情叙述革命历史

和革命战争的进程,大力表现革命者的英雄主义精神,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其隐形结构迎合大众

审美趣味,借鉴汲取侠文化和民间英雄传奇的积极要素,并对之进行了符合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话语需

要的改造、转化、利用,使之成为文本肌理的有机质素。 这就使得革命英雄叙事文本因双重结构的相得

益彰而充溢着革命侠义豪情和浪漫传奇色彩,从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风貌。
具体到小说《红日》,作者把真实的战争历史(1946 年秋末冬初至 1947 年 5 月的涟水战役和莱芜战

役、孟良崮战役)与艺术虚构相结合,游走于革命和侠义之间,在侠义英雄理念的制导下,精心塑造了沈

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等呼之欲出的英雄人

物,即使像黎青、华静、姚月琴和钱阿菊等弱女子,也体现出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侠义情怀和英雄精神。
通过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揭示正义之师的力量源泉,体现出作者对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 吴

强着力塑造战争英雄个体,意在表现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阶级感情等对英雄成长的重要作用,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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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与战争胜利的必然关系。 这样一来,“传统小说中侠客的那种锄强扶

弱,除暴安良的随意自在行为,被赋予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全新政治理念”①。 因此,小说传达的是革

命英雄理念、高奏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战歌,给予读者崇高的艺术感受和悲壮的精神洗礼。
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战士主要来源于农民,他们参加革命队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自己以及和自

己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他们绝非一群放下锄头拿起了枪杆的普通农民,而
是在革命思想教育、改造、引导和规范下走上反抗之路的拿枪的农民,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逐渐摆脱

了散兵游勇的非革命气息,在集体主义思想指导和培育下,不断朝向政治文化的方向发展,成长为一种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复兴而不懈奋斗的新型的国家建设力量。 在通往这种解放他者和实现自

我解放的道路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英雄人格精神恰恰是我们的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所迫切

需要的。 早在清末民初,以梁启超、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着力于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积极发

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试图激活日益衰弱的国民精神,这种国民精神结构中的优秀传统文化

基因可以称之为英雄人格精神。 无论是梁启超呼唤的尚武任侠精神,还是鲁迅赞誉的民族的脊梁精神,
其中都内蕴着一种九死不悔的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期待与建构。 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手握枪杆子被

武装起来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不断成长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进步力量。 《红日》在规模宏大且残酷激烈的战争描写中成功塑造的出身农民的

一批解放军指战员构成了一个伟大、崇高、集体的英雄群像。 在作者笔下,英雄们不仅是只会持枪杀敌

的勇士,也不只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勇无畏的指挥员,而且都是个性鲜明、有着丰富的人性人情的

普通人。 小说除了表现他们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之外,还写了婚姻家庭、儿女情长、悲欢离

合、阶级友爱等日常生活,多层次全方位客观地描写了人性人情之美,战争与爱情、英雄与人性、战场与

后方、残酷与温情错综交织、交相辉映,构成了一曲别有意味的英雄乐章,而每一个革命英雄形象都是其

中不可或缺的音符。
《红日》以军一级高级指挥员为作品的中心人物,对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的形象塑造非常成

功,不但写出了他们对战争全局的运筹帷幄,而且表现了他们思想情感深处的细微变化,并触及他们婚

姻爱情生活。 沈振新冷静沉着、坚毅果敢、热情豪爽,有一种气宇轩昂的逼人的英武气概,但在第二次涟

水战役失败后却又显得焦躁不安。 梁波乐观开朗、幽默风趣,看似松散,实则深谋远虑、机智过人。 他们

不但有着英雄人格精神和独特的个性,而且又有普通人共有的人性人情和缺点不足,这就使得高大伟岸

的英雄形象有血有肉、更接地气。 团长刘胜和连长石东根是在战争的考验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英雄,吴强

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

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 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 战史仿

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②由

此可见,写战史不是作者的唯一目的,在小说中表现人物的成长更加重要。 刘胜、石东根等出身农民,他
们身上具有小农意识及其个性弱点,作者没有刻意回避他们身上的这些局限。 因此在作者笔下,他们革

命立场坚定、对党和军队无比忠诚,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勇敢善战,也具有民间草莽英雄的习气。 如刘

胜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团政委陈坚存在偏见,且时间观念淡薄;石东根办事急躁,不讲战术,有游击习气和

军阀残余作风,尤其是他在莱芜战役胜利后醉酒纵马事件将造反农民的某种特性展露无遗。 但这丝毫

不影响英雄形象的建构,反而显得真实可信,体现了英雄成长的过程。 在孟良崮战役中,团长刘胜于关

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及时挽救了我军危险的战斗局面。 他在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仍时刻关

注前线的局势,他那种蔑视、仇视敌人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激动着政委陈坚的心。 临终前,刘胜不仅挂念

战争局势,而且关心着亲人和战友,他拿出手表、钢笔和苏维埃银行票券等三样物品掷给警卫员让他交

给组织部,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私无畏的精神。 在接受了军长沈振新的批评后,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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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为了让党和首长放心,硬是铁着心坚决地戒了酒;在战斗中总是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在仰头上攻的紧

急关头,他一脚悬空,一脚踏上悬崖的石齿,左手紧攀石缝中长出来的一棵小柏树,右手持枪向居高临下

的敌人射击,即使头发被烧、衣服着火,也毫无顾忌,依然更顽强地继续战斗,这个具有江湖侠客气质的

莽汉终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英雄。 战斗英雄杨军并未沉浸在千里寻夫、美丽善良的妻子的温柔乡,
伤愈后执意再上战场奋勇杀敌,在孟良崮战役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机要员姚

月琴为了坚守在前线而不接受到后方去工作的命令,为了能参加战斗而拒绝爱情,求战心切、焦虑战事

使她无心谈情说爱,想等战争结束后再谈感情问题,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形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战士梅福如,他一出场就在后方医院里,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 梅福如十三岁的时候,妈妈被蒋介石军

队的一个军官拐跑,父亲被他们毒死。 他的生活开始陷入困顿和悲惨境况,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
他才真正快活起来,只是将悲酸苦痛埋在心底。 梅福如在部队中成为团部炮兵连小炮排的一个六○炮

炮手,左脚受重伤给锯掉了。 他能说会唱,人送艺名“腊梅花”。 他读过很多武侠小说,为人豪爽,爱做

好事,重情重义。 他“那种豪爽、侠义的气概,充满着良心自慰的得意的神情,使得每个人不但觉得好笑,
而且不能不衷心地钦佩他”①。 在杨军重返部队之前,是他促成钱阿菊认余老大娘为干娘,重吃交杯喜

酒,使两个破碎的家庭重组成一个战火中的新家。 在杨军眼里,这个炮兵连的伤员,不但可爱可敬,而且

他所特有的英雄气概、活跃的生命力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与蔑视、鄙视,使他成为一个鲜明的塑像:“他

是永远不会被敌人屈服的钢一样坚强的人物。” ②就是这样失去一只脚的坚强的战士,他仍希望能装上

一只假脚重返战场杀敌。 在《红日》中,英雄作为一个群像是崇高的、坚强不屈的。 这个由军首长、指挥

员、英雄战士和英勇的支前群众熔铸的群像,“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

们鹰一样的光亮囧囧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 ③。 作为

群体形象,他们在战场上为了集体利益而重义轻生、视死如归,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作为

个体形象,他们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充满了人性美和人情美。
吴强坦言:“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

和条件,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 我感激

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像沈振

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华静、黎青、姚月琴、
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 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

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 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作了

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④作为革命战争“史诗”的艺术载体,《红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以宏大叙事

结构再现了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辗转千里、驰骋疆场的征战过程,还在于写出了一群革命英雄的音容笑

貌和“日常生活”,形塑并坚守着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 从而使小说成为以英雄为核心形象的一曲英

雄主义颂歌,通过追忆历史表达对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英雄业绩的深情缅怀和无限崇敬。

结　 语

吴强以战争参加者的身份深情地缅怀革命历史,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小说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积
极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承担起谱写现代革命英雄史诗的重任。 战争造就了残酷与血污、苦难和创伤,
但也形塑了美德和真情、人性和品格、良知和正义。 这些美好品德的核心要素凝聚为一种现代英雄人格

精神,这主要通过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出来,“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的塑造不仅是在描绘一群特

定的人物生存状态,而且是在描绘一群建立国家现代化的主体的精神风貌和风采”⑤。 追忆历史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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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当下,书写当下是为了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实现崇高而远大的革命理想。 作者直言:“看到美好的

今天,瞭望更美好的明天,我不禁想起了在风里、雨里、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更不禁想起了那些

勇敢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①作者如此坦诚,无非是要告诉世人,他对于革命战争

历史的追忆和颂赞,更多的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他对这段革命战争历史的纪实性书写,旨在激励

后人、教育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实生活;他对于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目的在于既要传承一种光

荣的传统,更要以此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 因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仅给工农大众

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无比欣喜,更让他们看到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一线曙光。
作为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吴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他以自己的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书写的《红

日》体现了高远的价值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尽管早在 1965 年夏天,《红日》就被扣上了“和平主义” “修正主义” “自然主义”三顶黑帽子,之后

又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特大毒草”。 但“因为她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引导之下,是在毛主席的伟大红旗的招展之下出生问世的;因为她受到我所敬爱的陈毅同志等的亲切关

怀;因为她为许多读者所喜爱”②;所以《红日》并未在历史的厄运中夭折,反而以其崇高的思想内涵和独

到的艺术成就在时代变迁中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并日益焕发出应有的精神风采。 《红日》堪称 20
世纪 50 年代“继《保卫延安》之后我国军事题材创作的又一个重大成就,并且至今仍然是我们文学在这

个领域所达到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③;“说它是中国现代战争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非溢美之

辞”④。 作为长篇小说精品力作和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色经典,《红日》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这意味着主流话语和人民群众对它的双重肯定。 作者吴强不是山东人,但他曾战斗生

活在沂蒙大地,尤其是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使他与山东、与沂蒙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孟良崮因

《红日》而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精神地标,沂蒙大地因《红日》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而不断丰富着中国

红色基因图谱建构的意义版图。 “红日”照耀沂蒙,新时代沂蒙精神的内涵将历久弥新,并日益丰厚

深广。
[责任编辑:曹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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